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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证据法挑战及其应对

周长军  孙 戈

摘要：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对于净化权力运行环境、消除受贿

犯罪诱因、推进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贿赂犯罪查办模式中，办案机关通常采取特

别减免行贿者刑事责任的方式，以换取行贿者的证言及其对办案活动的配合，进而实现对受贿者刑事责任

的追究。受贿行贿一起查必然要求严格控制对行贿者适用此种激励机制，从而会影响行贿者认罪和供述的

积极性，给贿赂犯罪的证明和追诉带来重大挑战。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需要在遵循罪责刑

相适应原则追究受贿人和行贿人刑事责任的同时，破解贿赂犯罪的证明难题，审慎构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重视发挥技术调查措施的作用，优化推定证明机制，有限度地引入合意事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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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

受贿行贿一起查”①。这也是中央文件首次对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明确部署。2021 年，《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受贿行贿一起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2 年，党的

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②。2023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联合

发布行贿犯罪典型案例，充分彰显了严肃查处行贿犯罪的决心。2023 年 12 月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

案（十二）》，增设了七种从重处罚的行贿情形，提升了对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沈春耀主任在对此解释时指出：“实践中同期判处的行贿案件与受贿案件数量相比

严重失衡，行贿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过高，对行贿惩处偏弱的问题仍然存在。”③2024 年，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完善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④。
综上可见，要求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对以往贿赂犯罪查办实践反思的结果，契合贿赂犯罪的治理

规律和现实需求。从真实案例看，有的行贿者依据受贿领导干部的个人兴趣以性服务、职务晋升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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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饵进行贿赂，有的行贿者从受贿领导干部的密切关系人方面打开突破口，向其近亲属等提供贿赂①，

可谓策略不一，花样翻新，为受贿犯罪的滋生乃至泛滥提供了土壤。在此背景下，严打受贿者但轻处

甚至免处行贿者刑事责任在客观上助长了行贿犯罪行为的发生，不仅无助于贿赂犯罪的根治，而且出

现了严打贿赂犯罪的话语与贿赂犯罪愈演愈烈的实践并存的场景。总之，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

腐败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从系统性的角度分析，该方略的落实也可能会引发证明难题，

使得具有鲜明“一对一”证据特点的贿赂犯罪案件在犯罪事实证明方面变得愈加困难。
遗憾的是，学界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加重行贿者刑事责任的实体问题，侧重讨论行贿

犯罪实体法规范的调整②。虽然也有研究者关注贿赂犯罪的证明特点，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对策③，但

这些研究较为宏观，存在精细化和系统性不足，尤其缺乏对如何有效破解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证据法挑

战的针对性研究。鉴于此，探讨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证据法挑战及其应对，提高学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

的关注和重视，有助于保障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败方略的顺利推行。

二、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证据法挑战

因犯罪发生场景的私密性以及行为人通常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贿赂犯罪案件的裁判主要依

赖于行受贿双方的供述等言词证据。实践中，除受贿人主动投案或坦白情形外，办案机关一般会基于

经验选择通过行贿者打开突破口。而为获得行贿者的配合，办案机关有时候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

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主抓受贿、轻惩行贿”，对于提供有罪供词的行贿者减轻乃至免除其刑事责任。
受贿行贿一起查，限缩对行贿者的宽宥路径，无疑会影响其交代问题的积极性，增加犯罪证明难度。

（一）贿赂犯罪案件对行贿者证言的高度依赖性

传统上，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办对行贿者的证言④存在高度依赖性。主要表现在：

其一，在证据分布上，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明以言词证据为主，实物证据较为稀缺。实践中，贿赂犯

罪的实施隐蔽性强，行受贿双方通常在较为私密的场所进行权钱交易，排斥第三人在场，缺乏目击证

人和被害人。“在突破（被告人）口供之前，根本无法得知犯罪地点、犯罪金额、贿赂款来源、去向。”⑤在

贿赂犯罪发生后，权钱交易行为遗留的案件信息往往只储存在当事人的思想意识中，由此，贿赂犯罪

事实主要通过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加以证明。
其二，在证据获取上，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获取难度较大。贿赂犯罪是对合犯，双方是利益共

同体。一旦认定贿赂事实的存在，行受贿双方依法都要受到刑事处罚，因而二者内心均不愿供述犯罪

事实，而且常常会共同对抗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贿赂犯罪的惩处力度越大，行受贿双方的关系就

会越紧密，获取供述的难度也越大。由于受贿者的心理素质、反侦查（调查）能力、社会影响力通常要比

行贿者更强，办案机关获取受贿者口供的难度也相对更大，所以常常会选择行贿者作为办案突破口。
其三，在证明模式上，贿赂犯罪案件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印证”特点，即印证主要在“对合人证”之

间发生⑥。在贿赂犯罪案件中，办案机关为了把案件做成“铁案”，防止后续诉讼阶段可能出现的证据

不足等问题，通常会尽一切可能的方法获取行受贿双方的供述，形成高度吻合的相互印证，达到“案件

① 丁捷：《追问》，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年，第 66—180 页。
② 刘仁文：《论行贿与受贿的并重惩处》，《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3 期；等等。
③ 彭新林：《腐败犯罪刑事推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15 年第 3 期；等等。
④ 实践中，法院在贿赂犯罪案件判决书中通常将行贿者对贿赂犯罪事实的交代作为证人证言处理，所以下文除特别情况外，一

般沿用此表述。
⑤ 谢小剑：《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办需求与程序供给——兼论监察调查程序的改革思路》，《政法论丛》2019 年第 5 期。
⑥ 龙宗智：《论贿赂犯罪证据的客观化审查机制》，《政法论坛》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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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①。其中，行贿者的证言作为整个指控证据体系的核心，能够直

接还原贿赂犯罪的主要事实，与受贿者的供述等在案证据形成对合印证。
综上，行贿者证言在贿赂犯罪证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办案机关往往会以明示或暗示放弃追究

行贿者刑事责任的方式，提供充足的利益激励，以获取行贿者的证言。
（二）贿赂犯罪案件中行贿者证明作用的实证考察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后，实践中对行贿者证言的高度依赖状况

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以小包公法律实证分析平台上 S 省 Q 市贿赂犯罪案件判决书为样本库，按照裁

判日期、案由、文书性质以及地域法院四个维度筛选有效样本。其中，日期范围限定为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案由包含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

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文书性质为判决书；地域及法院为 S 省 Q 市中级人

民法院（本院及辖区法院）。通过上述筛选，共获得有效样本 91 份②。分析后发现，行贿者发挥证明作

用表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行贿者的诉讼身份具有稳定性，通常被作为证人对待。在 354 名行贿者中，311 名作为证人

提供了证言，占比 87. 9%，其中 304 名没有受到刑事追诉③。可见实践中，办案机关常常基于行贿者

配合查办受贿案件所作的贡献，从诉讼身份上对行贿一方进行剥离，将其从实质意义上的共同犯罪主

体转为对案件事实作证的证人来对待。
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结论。据统计，2020 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受贿犯罪 7476 人、行

贿犯罪 2318 人；2021 年，起诉受贿犯罪 9083 人、行贿犯罪 2689 人；2022 年，起诉受贿犯罪 8380 人、行

贿犯罪 2563 人④。可见，行贿者、受贿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量存在巨大差异，如果考虑到每一受贿

案件中通常有多名乃至数十名行贿人的情况，这一差异会更大。
其二，行贿者证言的证明指向具有广泛性。主要包括以下 7 个方面：一是证明线索来源。比如在

“孙某、崔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中，行贿者的报案不但揭发了贿赂犯罪，还牵连出受

贿者贪污、玩忽职守的犯罪事实⑤。二是证明受贿者的权力范围，即证明权钱交易事项属于受贿者的

职权内容。例如在“陶某受贿案”中，行贿者详细说明了受贿者负责日照银行青岛分行的授信、贷款业

务⑥。三是证明行贿受贿的对价，即权钱交易的内容。实践中，有时难以客观辨识受贿后的行为与正

常履职时的行为，需要行贿者的证言加以证实。例如在“王某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中，行贿者希望

合法债务得到偿还，但王某作为资金调配管理者对是否偿还债务都有合理解释，只有行贿者的证言才

能披露“不收钱就不还债”的幕后台词⑦。四是证明贿赂的次数和价值。比如在“孟某某受贿、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中，行贿者证实先后 9 次送给孟某某银行卡 9 张，人民币 11 万元⑧。
五是证明贿赂的时间和地点。在样本案件中，有的指明了贿赂地点⑨，有的说明了具体时间⑩。六是

① 黄鑫：《借鉴与调适：贿赂犯罪调查模式宪法化探索》，《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② 排除其中 7 份“不予公开”“统计错误”以及“文书重复”的情形。
③ 另外 7 名行贿者既在受贿案件中作为证人，又在分案处理的行贿案件中作为被追诉人出现。
④ 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2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https：//www.spp.gov.cn/

spp/gzbg/202203/t20220315_549267.s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1 月 9 日；戴佳：《2022 年检察机关起诉职务犯罪 1.6 万人》，

https：//www.spp.gov.cn/zdgz/202301/t20230109_598013.s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1 月 9 日。
⑤ 孙某、崔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22）鲁 0211 刑初 63 号。
⑥ 陶某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鲁 0203 刑初 20 号。
⑦ 王某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一审刑事判决书，（2020）鲁 0285 刑初 47 号。
⑧ 孟某某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违法发放贷款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鲁 0213 刑初 615 号。
⑨ 祝某某等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2017）鲁 0211 刑初 1063 号。
⑩ 王某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鲁 0211 刑初 14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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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贿赂的方式方法。比如在“孙某某贪污、受贿案”中，行贿者的证言显示，受贿方以“业务提成款”

的名义收受贿赂①。七是印证其他证据。例如在“陶某受贿案”中，行贿者杨某对“2013 年 4 月 30 日第

95 号凭证”等进行了释明，证明这些财务凭证都是受贿者报销的记账凭证②。
其三，行贿者证言在贿赂犯罪的证据体系中具有必要性。对样本文书中 65 起受贿案件分析后发

现，除 15 起案件因未载明详细的证据信息而无法分析外，其余 50 起定案证据均包括行贿者的证言。
据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贿赂犯罪的认定实践中，行贿者证言是一种必要的证据类型。

其四，行贿者证言对贿赂犯罪案件的认定具有关键性。在样本判决中，能够看到许多直接体现行

贿者证言具有关键证明作用的表述，比如“依据只有行贿者自己能看懂的相关记录和陈述指证”“依据

行贿者的证言在二审中改判”等。申言之，行贿者的证言往往直接决定了贿赂事实能否得到法院的

认定。
（三）小结

综上所述，受制于贿赂犯罪的证明特点和现实困难，在受贿行贿一起查提出以来的六年中，法院

定罪量刑仍高度依赖行贿者的证言。在此背景下，对行贿者加大处罚力度，会降低其交代犯罪事实的

积极性，提升此类案件在线索发掘、证据获取、事实认定方面的难度，以致非但难以追究行贿者的刑事

责任，还会影响对贿赂犯罪的打击效果，以往“与其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办案模式将面临“两鸟

在林”的现实风险。
有学者曾经指出：“刑法理论与教学如果习于从全知全能的上帝角度出发，无视于诉讼证明及事

实不明的真实审判困境，不管演绎如何精彩，终究只是空中楼阁。”③此言极是。遵循同样的逻辑，贿

赂犯罪实体法层面的调整如果不考虑诉讼证明的支撑，则可能按下葫芦浮起瓢，因事实证明受阻带来

犯罪惩治难题，进而削弱反腐败的效能。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如欲得到有效落实，必须在修

改行贿罪量刑规范的同时，加强证据制度供给，破解证明难题。

三、通过拓展证据来源夯实证明基础

破解贿赂犯罪的证明难题，首先需要拓展证据来源，充实证据材料。对此，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努

力：一是审慎确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二是重视技术调查措施的运用。
（一）审慎确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起源于英国，并逐渐为许多国家所采用。2005 年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第 37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鼓励贿赂犯罪的相关人员配合作证，并

应当规定对提供实质性配合的被告人在适当情况下减轻处罚或不予起诉。从国际上的做法来看，污

点证人豁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证据豁免，即被豁免的证人提供的证言或任何根据该证言而获得的

信息不得在随后的刑事诉讼中被用作不利于该证人的证据④；二是罪行豁免，即对被豁免者证言所涉

的刑事责任予以豁免。
在中国，尽管立法中并未正式确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但在贿赂犯罪查处实践中，办案机关一直

以实质意义上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激励行贿者检举揭发，而且普遍采取的是罪行豁免。比如有研究

发现在浙江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中，90% 以上的行贿者都被作为证人处理⑤。

① 孙某某贪污、受贿二审刑事判决书，（2017）鲁 02 刑终 619 号。
② 陶某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鲁 0203 刑初 20 号。
③ 林钰雄：《刑法与刑诉法之交错适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④ 汪海燕：《建构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法商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⑤ 王显祥、吴小兵：《谈行贿惩治与反腐困境》，《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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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行贿一起查，意味着必须改变“行贿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过高、对行贿惩处偏弱”的局

面。在实体法层面对一些严重行贿情形加重刑罚配置，在司法层面提高查处行贿者的数量和比例。
不过，也不能将受贿行贿一起查理解为对污点证人豁免做法的彻底否定和摒弃。换言之，受贿行贿一

起查不等于同等罚，仍应允许对一些特定情形的行贿者予以刑事豁免，这既有法理上的根据，也符合

中央文件和相关法律规范的精神。其一，《意见》规定“要严格从宽情节的认定和刑罚适用”，从文义解

释的角度分析，严格适用不是禁止适用，对行贿者仍有刑事豁免的空间。其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

的《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

法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这也为根据个案情况决定是否豁免行贿者提供了可能。其三，《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 31 条、第 32 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 218 条关于宽宥行贿者的规定，也在某种意义上为豁免贿赂犯罪污点证人提供

了制度基础。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 182 条关于撤销案件或

者不起诉的规定实质上已经包含了污点证人作证豁免的内容。总之，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落实过程应当

准确贯彻《指导意见》所强调的“精准惩治”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污点证人豁免做法的存在。
在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背景下，构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需要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罪行轻重是行贿者能否获得刑事豁免的关键要素。应当将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适用对象

限定于罪行较轻的行贿人，防止豁免范围过于宽泛，严重损害刑法适用的平等价值。一方面，从形式

化的角度来看，应以被追诉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为判断标准，这既符合《关于办理

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贿司法解释》）第 14 条的规定，也符合

实践共识①。另一方面，从实质化的角度来看，行贿行为应具有短暂性，即行贿者一般没有持续性参

与贿赂犯罪，而是在偶发性的权钱交易后及时停止。对于行贿者长时间多次向某个或某些权力主体

持续性提供贿赂的，不能豁免刑事责任，否则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与社会公众朴素的法感情

相冲突。
当然，考虑到实践中有些罪行较重的行贿者可能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比如行

贿者检举揭发了较高级别官员的其他重大犯罪行为或者检举揭发的官员人数多、地位高等，从法益权

衡的角度考虑，监察法修改时，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第 182 条的表述作出如下例外规定：行贿者罪行

较重，但自愿如实供述涉嫌行贿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国家

监察委员会核准，监察机关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二，证明价值是行贿者能否获得刑事豁免的核心“筹码”。行贿者的证言只有具有重要证明价

值时，方有被刑事豁免的可能性。实践中行贿者获得刑事豁免的主要原因是，其证言能对贿赂犯罪的

重要事实如行贿受贿的对价、贿赂的次数和数额等起到实质证明作用。倘若行贿者不能提供有重要

价值的证言，仅做细枝末节的低价值陈述，则缺乏刑事豁免的正当基础。
其三，必要性审查是行贿者能否获得刑事豁免的重要一环。对污点证人予以刑事豁免，是国家在

追诉犯罪与放纵犯罪之间发生冲突时，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不得已作出的制度抉择和政策权衡，是

有代价的，因而需要进行必要性审查。办案机关应当根据受贿者是否已经交代及取得供述的难度、所

处的程序阶段、证据材料是否充分等情况，综合审查判断是否需要通过对污点证人进行刑事豁免来换

取行贿人的配合；如有其他方式可获取充足证据，就不应通过豁免行贿者来查清案件事实。在这方

面，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检控政策及常规》中的以下规定可资参考：只有当从犯可提供的证供是使被

告入罪所必需的，且是无法从其他来源取得的，才允许对从犯免予检控②。

① 实践中，办案机关通常把刑法第 37 条中的“犯罪情节轻微”理解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参见赵秉志：《论行贿罪从宽处

罚制度的司法适用》，《人民检察》2016 年 Z1 期。
② 转引自汪海燕：《建构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法商研究》200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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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有贿赂犯罪前科的行贿者不得适用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相较于刑罚的严厉性，刑罚的必定

性是遏制犯罪的关键。犯罪学研究表明，大多数人之所以实施犯罪并非不惧于刑罚的威慑力度，而是

因为犯罪后能够逃避处罚的侥幸心理①。而从中国贿赂犯罪查办实践看，有的行贿人在被免予刑罚

或判处缓刑后再次行贿，甚至行贿对象更多、腐蚀领域更广②。因此，从犯罪预防角度着眼，具有贿赂

犯罪前科的行贿者均不应免除其刑事责任，但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重视技术调查措施的运用

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应当重视贿赂犯罪查办过程的技术赋能，发挥

好技术调查措施的取证作用。
第一，调整取证观念，善用技术调查措施。调研中了解到，基层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办理实践中

较少使用技术调查措施的原因有二：一是办案经验上，通过行贿者的证言和受贿者的供述就足以突破

案件，没有使用技术调查措施的必要；二是使用程序上，技术调查措施使用的程序限制相对严格，以致

办案人员存在排斥心态。对技术调查措施采取谨慎使用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走极端。特

别是在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背景下，面对刑事豁免政策的收紧、行贿者供述比率的下降以及证明困境的

加剧，办案人员需要调整观念，重视发挥技术调查的取证功效，这或许是缓解口供依赖的最可行路径。
第二，拓展适用对象，明确权力边界。尽管监察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职务犯罪案件中技术调查

措施的适用对象，但至少在贿赂犯罪案件中，不宜将适用对象限定于被调查人。理由如下：首先，贿赂

犯罪的证明呈现对合印证的特点③。监察调查取证若欲达到刑事追诉的证明标准，不仅可能要对被

调查人使用技术调查措施，通常还需从其他涉案人员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以便互相确证。
其次，不少受贿者、行贿者都有代理人、白手套，呈现出边缘人员在“前台”赚钱、幕后人员在“后台”收

钱的犯罪模式，如果技术调查措施的适用对象限定过窄，可能难以查明隐形化的权钱交易。最后，大

数据时代的技术调查措施往往具有浓厚的交互性。在取证过程中，不同信息主体之间的信息在不断

产生、传递、接受和反馈，从操作可行性而言，技术调查措施可能无法局限于被调查人。综上分析，贿

赂犯罪案件中技术调查措施的适用对象应当从被调查人拓展至涉案人员。当然，为避免技术调查措

施的辐射范围过大可能带来的权力滥用及其对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应当对涉案人员的范围进行以

下两方面的限定。一是涉案人员必须与被调查人有贿赂犯罪事实上的牵连关系，且信息交互必须涉

及贿赂犯罪事实，如财物往来、贿赂对价等。当然，如果信息交互中同时包含犯罪事实与无关事实，抑

或暂时无法区分，办案人员应当先固定证据，尔后尽可能剥离无关信息。因信息杂糅确实无法分类处

理的，一并作为证据使用。二是将“涉嫌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作为涉案人员的

界定标准④，不能对仅知晓案情但没有犯罪的人员直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
第三，允许批量审批，可以概括授权。根据监察法第 28 条，在审批技术调查措施时，必须明确具

体种类；《监察法实施条例》第 155 条规定，变更技术调查措施种类的，必须重新申请。但问题在于，技

术调查措施种类繁多，包括但不限于通信监听、电子监控、秘密窃听、秘密录像、轨迹定位、个人电子设

备检查、数据后台获取等。如果单次审批仅能采取一种技术调查措施，则可能在使用该措施后并未获

得有价值的证据材料，不得不重新申请，甚至多次申请。这不仅迟滞了案件办理，还可能因时间过长

而使被调查人有所察觉，进而转移或者毁灭证据。因此，在贿赂犯罪案件中，应当允许办案人员一并

就多种技术调查措施提出申请，审批部门可以依申请概括授权，以便办案人员在取证过程中能够根据

具体情况和办案需要灵活调整，实现取证效果与程序限控的合理平衡。

① 张明楷：《刑法修正的原则与技术——兼论〈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的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23 年第 5 期。
② 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中国法学》2015 年第 1 期。
③ 龙宗智：《论贿赂犯罪证据的客观化审查机制》，《政法论坛》2017 年第 3 期。
④ 秦前红、李世豪：《论〈监察法〉中的涉案人员及其权利保护》，《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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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技术调查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其使用会对涉案人员的隐私权、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形成重

大干预。为确保贿赂犯罪案件中技术调查措施使用的理性化，在制度构建层面应当进行限制。
其一，将技术调查措施的使用时间限定在监察立案之后。根据监察法第 39条以及《监察实施条例》

第 5 章第 3 节的规定，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部分事实和证据，认

为需要追究其法律责任”，是监察立案的法定条件。监察立案后，监察机关为进一步查明案情，将监察

对象置于一个权利受限的风险场域，具有现实合理性。反观立案前的初核阶段，监察对象是否涉嫌违

法犯罪是不确定的，此时采取技术调查措施，实质上是把基本权利干预措施强加于尚无相应证据证明

涉嫌违法犯罪的不特定个体，有违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就此而言，《监察法实施条例》第 55 条

关于“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在初步核实中不得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规定是不妥当的，应当尽快

修改，明确监察立案以前均不得采取技术调查措施。
其二，构建事后告知制度。在贿赂犯罪案件中，监察机关既是积极取证的“运动员”，也是决定是

否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裁判员”。对于技术调查措施的决定和使用，监察机关能在多大程度上考虑

适用对象的权利保障值得拷问，但适用对象具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内生动力则毫无疑问。正如耶

林所言，“为权利而斗争是一种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①。不过，以不为人知的方式获取证据乃技术调

查措施的特点，倘若为适用对象感知，则取证效果要大打折扣。但另一方面，知情是适用对象为维护

自身权利而采取行动的前提，因而如何平衡技术调查措施的秘密性与适用对象的知情权，是需要处理

的难题。对此，可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101 条关于监听措施事后告知制度的设计②，明确规定技术

调查措施③终止时，其适用对象应当被告知采取技术调查的事实，除非会危及调查目的或者有损适用

对象的生命或人身安全，或者技术调查仅对适用对象造成了轻微影响而不存在告知的利益；适用对象

认为技术调查措施使用不当的，有权在接到告知后的 7 天内，向上级监察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控

告。技术调查措施的使用一旦被确认违法，则应当排除由此取得的证据材料。
其三，赋予检察机关对技术调查措施的事后审查权。为了防止权力滥用，技术调查措施的使用不

能完全依赖于监察机关的内控机制，构建技术调查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制约监察机关以及为被调查

人或涉案人员提供救济途径，就显得极为重要。目前，要求监察机关在采取技术调查措施前事先征得

检察机关的同意，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赋予同级检察机关事后审查权相较之下更易实现。具体方案如

下：首先，通过立法规定，监察机关在终止技术调查措施时应当通知同级检察机关。其次，检察机关可

以灵活采取阅卷、电话沟通、召开联席会议、询问当事人等方法，审查技术调查措施有无违法情况。最

后，检察机关发现技术调查措施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向上级检察机关汇报，由上级检察机关通报至

负责案件调查的监察机关的上一级监察机关。这是因为，相对于办案的监察机关，同级检察机关的监

督力度和效果有限，由上级检察机关出面沟通有助于强化司法审查的权威性，提升管控措施的有

效性。

四、通过完善推定机制提高指控成效

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不仅需要拓展证据来源，还有必要完善推定证明机制，提高

指控成效。
推定是指法官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经验法则，从已知的某一事实推断未知的另一事实存在，并允许

① 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第 12 页。
②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宗玉琨译注，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第 77—79 页。
③ 此处的技术调查一词是在狭义上使用的，不包括秘密调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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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的一种证据法则①。在贿赂犯罪案件中完善推定机制，主要基于以

下两点原因：一是从法理层面分析，在贿赂犯罪案件中，犯罪事实证明的需要与证明资源的有限性始

终是一对根本性矛盾②。在待证的贿赂犯罪事实面前，证据资源通常特别稀缺。贿赂犯罪案件的办

理要有效满足指控犯罪的需要，又要坚持程序正义底线，完善推定证明机制就是受贿行贿一起查背景

下的逻辑结果。二是就实践层面而言，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和技术调查措施的适用尽管有助于强化监

察取证能力，但相对于受贿行贿一起查所伴随的行贿者证言减少和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

明标准，仍然具有局限性，因而应当优化推定证明机制，以更好地解决证明难题。
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中已有不少允许对犯罪主观要素进行推定证明的规定，比如《贪贿司

法解释》第 13 条、第 16 条等。审判实践中，一些贿赂犯罪案件的判决书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就运用了推

定证明方法，比如冯某某受贿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是通过推定加以证明的③；粟某某受

贿案中也使用了推定方法④；等等。不过，相对于办案机关的证明需求而言，推定证明的适用无论在

立法还是司法层面都显得过于谨慎，主要限于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和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伴

随着贿赂犯罪形态的变化和行受贿双方反侦查能力的增强，证据收集愈发困难，现有推定规范已不足

以应对惩治贿赂犯罪的实践需求，需要予以必要的扩张和完善。
（一）合理扩张推定事实

为更有力地开展反腐败工作，需要合理地扩张推定事实，由目前主要集中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和共

同受贿故意拓展到其他主观要素和行为性质的推定。
其一，允许对犯罪故意、特定目的等主观要素进行推定。主观要素的推定是指根据行为人供述以

外的间接证据推断其心理状态。允许对主观要素进行推定的理由如下：首先，中国刑法在对贿赂犯罪

构成要件的确定方面过于重视构成要件的严密性，相对忽视了主观类犯罪要素可证明性低的问题。
在被告人拒不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况下，“推定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⑤。其次，

通过推定证明犯罪主观要素，具备规范层面的正当性和可行性。除《贪贿司法解释》关于贪贿案件中

推定的规定以外，“两高”对于其他犯罪案件颁发的司法解释中也有不少允许采用推定机制证明主观

“明知”的内容，比如 2022 年《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3 条、

2023 年《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 条等。由于贿赂犯罪案件的

证明难度整体上远高于上述类型的刑事案件，按照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允许贿赂犯罪案件中通过推定

机制证明“明知”等主观要素，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最后，从国际层面看，《公约》第 28 条已经将明知、

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作为推定对象，我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当然可以适用⑥。
其二，行为性质的认定也可适用推定。实践中行受贿双方往往为权钱交易行为巧立名目，意图使

贿赂行为具备合法性，导致双方财物往来的性质常常看起来较为模糊，难以直接证明。同时，中国仍

具有浓厚的熟人社会色彩，人际关系较为复杂，而不少贿赂行为就发生于节假日或红白喜事期间，行

受贿双方往往以人情往来作辩解，因而即便办案机关固定了账目、财物等实物证据，也可能无法直接

得出权钱交易的结论。对此，可以借助推定机制破解辨识难题，即只要能够证明行受贿双方之间存在

职权管理关系，就可以推定双方经济往来的非法性，除非涉案公职人员对其行为的受贿性质提出

反证。

① 卞建林：《证据法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年，第 120 页。
② 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年，第 3 页。
③ 冯某某受贿罪二审刑事裁定书，（2018）川 13 刑终 199 号。
④ 粟某某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湘 0703 刑初 56 号。
⑤ 鲁伯特·克罗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56 页。
⑥ 《公约》第 28 条规定：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需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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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保障推定结论的可靠性

扩张贿赂犯罪案件中的推定事实，有助于提高指控成效，但同时也可能增加错案风险。为此，必

须通过限定基础事实和明确反驳路径来确保推定结论的可靠性。
基础事实是推定的前提，基础事实虚假则推定结论必然有误。必须将基础事实限定为客观化的

行为事实，排除主观心态作为推定的基础事实，其原因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很难确证。贿赂犯罪案

件的证明路径不外乎两种：一是借助行为人自己的供词或对合犯的供词作为直接证据，二是通过客观

证据进行间接证明。但就前者而言，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行为人供词会随个体的认知能力、记忆能

力而变化①；后者实际上是间接证据的二次推定，其中间传导环节会削弱证据链条的稳定性。基于

此，应当完善《贪贿司法解释》第 13 条的规定，将“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表述修改为“行贿者向

受贿者提出过请托事项”。
推定反驳是在推定作出后推翻推定结论的行为。控方只需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即可推断某一待

证事实的存在，因此推定结论不能做到绝对的排他性，为防止推定错误，应当允许通过提出反证推翻

推定。反驳的路径主要有三：其一，提供证据推翻基础事实，通过消除推定的前提从根本上否定整个

推定过程。其二，割裂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阻断推定的逻辑进路。从理论上分析，基础

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有两种形态：一是法定联系，即通过规范性文件明确某些事实的证立等同

于推定事实的成立，例如《贪贿司法解释》第 13 条和第 16 条的规定；二是逻辑联系，即依据日常经验法

则、社会常识常理等确定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对于逻辑联系，被告人一方可以通过释义

说理的方式予以割裂；对于法定联系，被告人一方则不得进行阻断，因为法律规范确认了基础事实与

推定结论之间当然的关联性。其三，提供直接证据否认推定事实的成立。此种方式可以避免就基础

事实进行缠斗，是对推定结论最具针对性的驳斥。

五、通过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引入合意事实观优化事实认定

为提升贿赂犯罪查处效能，应当在拓展证据来源和充实证明方法的同时，调整贿赂犯罪案件中的

事实认定观，进而构建一个整体性的应对系统。
（一）有限度地引入合意事实观

目前贿赂犯罪案件办理中奉行的是单一化的客观事实观，法官主要通过检验在案证据材料能否

相互印证，决定是否认定犯罪事实。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行贿者提供证言的积极性下降，印证证明

的基础由此出现动摇乃至重大缺失。如果仍然固守单一化的客观事实观，裁判者就会面临事实认定

上的巨大困难。
为此，在贿赂犯罪案件中，应当根据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确立差异化的事实认定观。被告人如

果不认罪认罚，可以仍然坚持客观事实观；被告人如果认罪认罚，则可以探索性地引入合意事实观，即

在确保被告人自愿和理智的基础上，对于控辩双方在案件事实方面达成的一致意见，法官无须进行实

质性审查，就可以控辩合意作为裁判的事实基础。由于控辩合意的达成需要以控方对辩方作出某种

从宽许诺为前提（一般是量刑优惠），为防止控辩双方恣意交换以及法院随意区别量刑引发的不良影

响，将合意事实观的引入限定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案件中较为妥当。
在贿赂犯罪案件中确立多元的事实认定观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合意事实的达成有助于充实证据

链条。在贿赂犯罪审判实践中，辩方常常提出“排非”申请，如果控方不能有效回应争议，就可能导致

指控证据不足。而一旦采取合意事实观，控辩双方就能通过协商互相让步，进而化解“排非”争议，从

而夯实证据基础。二是合意事实的达成有助于消除证明障碍。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方负有证明犯

① 龙宗智：《论贿赂犯罪证据的客观化审查机制》，《政法论坛》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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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事实的责任，辩方则会尽力制造障碍阻止追诉成功。但在合意事实观的影响下，被告人基于刑罚宽

宥的预期可能会默认指控事实，甚至充当自己罪行的特别证人，从而减轻了法官认定事实的压力。三

是合意事实观实质上降低了案件证明标准。合意事实观仅要求控辩双方认可案件主要事实即可，具

体到贿赂犯罪案件中，只要检察机关与受贿方在案件事实上达成合意，即使缺乏行贿者的证言，甚至

与其他证据存在细节上的出入，也不影响法院基于合意事实作出裁判。质言之，相较于客观事实观，

合意事实观下的证明标准更为简易，大致可以表述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二）在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案件中引入合意事实观的正当性

在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案件中引入合意事实观，不仅必要，而且具有正当基础。
第一，合意事实观虽然不要求具备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但案件办理仍然要符合底线正义。控辩

双方形成的合意事实必须达到令法官信服的标准，如果法官对是否发生犯罪事实都存在疑问，则不能

仅凭控辩双方的合意就径行定罪。实践中，无辜者自认犯罪事实或替人顶罪等“认假罪”的概率非常

低①，因而无论被告人默认指控事实，还是直接认罪，贿赂事实均存在极大的可能性。概言之，合意事

实观所意指的合意事实并非完全脱离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断，据此作出的裁判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第二，允许合意事实作为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案件的判决基础，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刑事诉讼的

本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利益冲突、利益衡量的过程。”②对于存在证明困难的贿赂犯罪案件，允许追诉

机关在一定条件下与辩方达成合意，进而作为法院定罪量刑的根据，避免诉讼过分迟延甚至无法定罪

的风险，这符合利益衡量原则的要求。
第三，从比较法的角度看，不少国家在一些证据稀缺的刑事案件中已经引入了合意事实观。比

如，日本 2016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在一部分财政经济犯罪和毒品枪支犯罪中引入了合意制度；在

美国，辩诉交易已成为证据不足案件的普遍选择③；在英国，合意事实可直接作为判决的基础，在控辩

双方达成合意后，被告人选择有罪答辩，可不必进行正式的法庭审理，而是直接进入刑罚宣判程序④。
因此，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案件中引入合意事实观，具有比较法上的依据。

第四，合意事实观的引入在中国有一定的实践基础。虽然中国目前在规范层面尚未确立合意事

实观，但实践中已有部分证据基础薄弱的认罪认罚案件将合意事实作为裁判基础，比如“麦某某职务

侵占案”⑤“董某盗窃案”⑥等。据此预判，在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案件中引入合意事实观，不会对现行

刑事诉讼制度造成太大冲击。
（三）在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案件中引入合意事实观的制度保障

在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案件中引入合意事实观，必须确保合意事实的达成系出于被告人的真实

意愿和理性意志。如果合意是在受到外力强迫、威胁的情况下形成的，则判决具有极大的失真风险。
在贿赂犯罪案件中，由于被调查人的权利与监委的权力严重失衡，存在“监察调查中心主义”的问

题⑦，监察调查阶段形成的合意事实一旦出现错误，则很难得到纠正。为此，在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

案件中引入合意事实观的同时，应当完善同录制度和确立律师介入制度。
其一，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监察调查高度封闭的阶段，录音录像可能是外部获知监察调查

① 宋志军：《刑事自认：认罪之证明效力的教义学阐释》，《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 期。
② 雷小政：《比较与借鉴：刑事诉讼价值权衡的方法论基础》，《法律科学》2009 年第 1 期。
③ 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 年，第 211—221 页。
④ 张进德：《协商性司法在西方的兴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⑤ 该案证据目录中仅有抓获经过和被告人供述。参见麦某某职务侵占案刑事判决书，（2021）粤 0606 刑初 2846 号。
⑥ 该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供述及失窃保险箱一件，且失窃保险箱是根据其供述追回并予以扣押的，因此本案实际上是依据被

告人供述定案的。参见董某盗窃案刑事判决书，（2018）鲁 0105 刑初 28 号。
⑦ 周长军：《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的程序构造研究》，《法学论坛》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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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样态的唯一有效手段，有学者将其称为平衡讯问（监察调查）有效性与公开性的最佳结点①。鉴

于此，有必要采取以下三项举措。首先，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与被调查人的协商过程必须同步录音录

像。中国目前尚未赋予“商谈”独立取证措施的地位，但为避免监察机关以此为借口不予同步录音录

像，未来还是应该通过明文列举的方式予以规定。其次，明确规定针对涉及商谈的音像资料可以查

阅。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监察音像资料的规定是“留存备查”而非“随案移送”检察机关，至于律师能

否查阅则并未明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 56 条规定的“经审批移送”，为监察机关拒绝提供音像资料

留下了空间。为避免贿赂犯罪合意事实存在的失真风险，应当允许检法机关和律师在调查终结后查

阅监察音像资料，并可以通过签署保密书等方式兼顾涉密性要求。最后，逐步扩大同步录音录像的范

围。录音录像仅能证明被调查人在“录像时、镜头下”合意的自愿性，但无法证明其在“录像前、镜头

外”的合意是否自愿。因此，需要推动实行监察调查期间全程录音录像的做法。
其二，允许律师有限介入认罪认罚的贿赂犯罪案件的调查活动。目前监察调查完全禁止律师介

入，为了平衡监察调查的特殊性与被调查人合意的自愿性和理智性的需要，作为一种过渡措施，应尽

快在贿赂犯罪案件中有限允许律师的介入。具体设计如下：首先，律师介入的时点是从对被调查人采

取留置措施之日起。在一些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中，律师介入之前还必须先取得监察机关批准。其次，

介入的律师仅能提供部分法律帮助。一是会见被调查人并提供法律咨询。由于真正的自愿建立在对

行为性质及其后果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律师的释法活动有助于避免被调查人在误导下作出偏离事实

的供述。二是在被调查人签署悔过书等带有合意性质的文书时在场。虽然在场本身不足以阻却潜在

的强迫、威胁等行为，但只要律师出现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作用。三是若被调查人向律师表达

了合意的非自愿性或者控告监察办案活动中存在违法现象，则律师应当向上级监察机关或检察机关

汇报，由有关部门履行监督和纠正职能。最后，律师不得涉足案件实体事实的调查活动。概而言之，

通过对律师介入的程序和职能的限定，减少这一制度的推行阻力。

六、结语

无论是宏观的反腐败政策调整，还是贿赂犯罪立法的变动，都是基于贿赂犯罪态势的变化、社会

公众对腐败现象的感受、司法权力的运行状况等因素不断调适的结果。就目前贿赂犯罪的发展态势

以及行贿者对贿赂犯罪所起的恶劣催生作用来看，必须强化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在此背景下，受

贿行贿一起查作为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必须被坚决贯彻执行。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受贿行贿

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不仅需要相应的刑法规范加以支撑，还需匹配合理有效的证明制度。若要将对

行贿犯罪的打击提升至更“严”水准，就必须重视和破解由此带来的证明难题，对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

来源、证明方法和事实认定观进行理性的拓展和调整。
当然，贿赂犯罪治理措施的优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行受贿的双方可

能会选择更为隐蔽化的犯罪方式，科技发展也会不断充实技术调查手段，证据法学理论的发展则推动

着证明方法和刑事诉讼事实观的革新，这些无疑都会对贿赂犯罪的证明产生深远的影响。唯有将贿

赂犯罪治理作为一项重大法治议题对待，并给予持续关注，才能真正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治理目标。

① 秦宗文：《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从自律工具到最佳证据》，《法学家》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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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tiary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Joint Investigation of Bribery and Corruption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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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oint investigation of bribery and corruption cases is a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is approach is significant for purifying the environment of power 
operations， eliminating incentives for bribery crimes， and addressing the root causes of corruption.  
Traditionally， investigating authorities often reduce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bribers in exchange 
for testimony and cooperation， facilitating the prosecution of bribe recipients.  This undoubtedly 
objectively promotes the occurrence of bribery crimes， which not only does not help to reduce 
corruption crimes， but also leads to the coexistence of the advocacy of “cracking down on bribery 
crimes” and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 increasingly rampant bribery crimes”. However， the new 
approach of joint investigation necessitates stricter control over such incentive mechanisms， 
potentially reducing bribers’ willingness to confess and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in evidence gathering 
and fact-finding， thus present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proving and prosecuting bribery crimes.  
Implementing this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requires balancing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with the need to overcome evidentiary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several measures are proposed.  Firstly， expanding evidence sources is crucial.  This involves carefully 
constructing an immunity system for tainted witnesses， with limitations based on crime severity， 
probative value， necessity， and criminal history.  Additionally， emphasizing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measures is important， albeit with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restrictions to ensure their appropriate use in 
bribery cases.  Secondly， optimizing presumptive proof mechanisms can enhance prosecution 
effectiveness.  This includes extending presumptions beyond seeking benefits for others and joint 
bribery intention to other subjec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is expansion can 
improve prosecution outcomes， it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Therefor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presumptive conclusions are necessary， such as limiting basic facts and 
clarifying rebuttal paths.  Thirdl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consensual facts in cases where 
defendants plead guilty can reduce the burden of proof while maintaining legal， practical， and 
comparative law rationality.  To ensure that such agreements reflect defendants’ true intentions， 
improvements in simultaneous audio-video recording and lawyer intervention systems are 
recommended.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balance the need for effective prosecution with the protection 
of defendants’ rights， addressing the uniqu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joint investigation of bribery and 
corruption cases. In the future， we still need to regard the governance of bribery crimes as a major 
legal issue and provide sustained attention in order to truly achieve the governance goal of “not daring 
to be corrupt， not being corrupt， and not wanting to be corrupt”.
Keywords： Joint investigation of bribery and corruption； Immunity for tainted witnesses；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measures； Presumption； Consensual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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